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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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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摘　要：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１９世纪相当
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
天主教相区别，使用 “辨正教”、 “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
展开对 “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 “新教”译名
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
产生的 “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

关键词：概念史　天主教　新教　维新思潮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在明末清初达到一次高潮，但到清中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禁教期。鸦
片战争后，教禁解弛，入华的除天主教外，另有大量新教传教士。晚清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的
传教活动有许多差异，到后期教会教民之间也曾爆发冲突，学界多有论述。① 从最基本的概念容
受角度看，晚清中国人曾使用大量纷繁各异的词汇指称今日的 “天主教”、“新教”、“基督宗教”

等概念，引起的争议甚而至今未绝。译词的纷争，不是简单的西教东传或汉语新词创制问题，

也与中国人对历史和宗教的特定认知密切相关。②

西学东渐，汉语中诞生大量新词。无论新词的创制出自本土或借自日语，都促使古代汉语
中原有字、词的涵义发生改变，“宗教”之 “教”便是典型例子。③ 美国学者史密斯在研究 “宗
教”概念时提出，“一部成熟的观念史，必须奠基于对新词语以及对旧词语在其含义上的新发展
的细心审视之上”。④ 由于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具有阶段性，诸如 “天主教”等词汇，其指涉的
涵义并不恒定，历史上的涵义与今日的用法不完全相同。

晚清翻译西方概念时新词大量出现，其语义并不都是简单的对等复制，而可能发生 “扩展、

收缩、改进、恶化、移位、禁忌化或寓意化等诸多变易现象”。⑤ 这类现象，或用刘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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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赵玉华、刘
凌霄：《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关于晚清两教派间
冲突，参见杨大春：《晚清天主教会与耶稣教会的冲突》，《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方豪曾整理 “天主教”概念的中文名称 （参见方豪：《我国圣教二十二种名称之考释》，《我存杂志》第

４卷第６、７期，１９３６年）。赵广军的博士学位论文 《西教知识的传播与晚清士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２００７年）对晚清士人的 “西教”知识作了详细论述。感谢刘家峰教授告知。

参见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台湾）第１３卷第４期，２００２年。

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董江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页。

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



这些 “主方语言中意义的发明和创造”，① 涉及的不仅是语义学问题，而且关系到更广大的思想
文化背景。在晚清这个西学东渐的关键阶段，往往同一西方概念在 “词化”过程中会出现大量
不同汉语译词，而译词统一过程并不单取决于翻译本身在 “理据”上的选择，而会有许多社会
文化因素参与。② 就本文论题而言，狭义的 “概念史”很难单独存在，它需要被置于观念史和社
会文化史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③

基督宗教概念在汉语中寻求对应术语，是相当复杂艰难的过程。无论天主教或新教，有关
至上神的 “译名之争”曾长期延续，至于翻译 《圣经》时的具体用词选择，更是争论迭出。而
“天主教”（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和 “新教”（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此类关系到 “标明自身”的译名歧见，其
中不仅有纯粹学理的考虑，更包含两派之间或与其他宗教之间社会政治性的争夺用心。教内人
士选择何种词汇，与教外士人的印象和认知之间，具有复杂的影响与互动。即使最简单的沿用，

都会在微观层面带来涵义的部分传递和创造，从而产生新的 “边缘义”或 “周边义”，甚至参与
到特定观念的塑造当中。

一、“天主教”之辨：涵义的转换

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后，对选择什么中文词汇来对译基督宗教的Ｄｅｕｓ，曾有多种意见。

耶稣会内部、耶稣会与其他天主教修会之间，均有激烈争论。嘉定会议等几番讨论之后，教廷
在１７０４年最终裁定 “天主”为可用译词，不用 “天”或 “上帝”。④ 当然，从利玛窦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开始，天主教传教士们就已多用 “天主教”称呼自身。而由明末至１９世纪，中国士人无
论宣教、卫教或敌教、反教，也大多接受和使用 “天主教”这一名词。

正像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ｕｓ本身有 “普遍”之涵义一样，明末清初传教士使用 “天主教”名词时，实际
是指称基督宗教总体。在他们笔下，凡基督信仰之人，均属 “天主教”。尽管天主教传教士来华
之际，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兴起，但出于策略考虑，他们在中文著述里基本不提 “天主教”

的教派纷争。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罗马国”的注文中写道：“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
之教，在罗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⑤ 艾儒略 （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职方外纪》提及：“凡欧逻巴
州内，大小诸国，自国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稣正教，丝毫异学不容窜入”。他在谈到德意志
（“亚勒玛尼亚”）时，没有谈宗教，而英吉利则被置于 “欧逻巴”卷最后一篇 “西北海诸岛”，

叙述简略，只记录风土奇闻，甚至未提及 “奉教”。⑥ 同样，南怀仁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ｅｒｂｉｅｓ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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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页。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７）》，宋伟杰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３６页。参见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７页。

方维规提出，中国学者应有区分 “概念史”和 “观念史”的方法论自觉 （参见 《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
———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 《新史学》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第２０页）。本文题为 “概念史”，但有的部分 （如第三节）主要论述 “观念”。

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５８页；张
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３９０—３９８页；戚印平：《“Ｄｅｕｓ”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参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０页。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７、９２—９３、１０３—１０４页。另



撰写的 《西方要纪》也认为： “西洋诸国，惟有一天主教，并无他教。”① 到乾隆年间，蒋友仁
（Ｂｅｎｏｉ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在所译 《地球图说》中仍声明：“（欧逻巴州）上下皆奉天主教，婚不二色，

教无异学。”② 这类西人地理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一统的欧洲 “天主教”世界。此时的概念
体系中，即使基督宗教内部存在改革与分裂，也都是 “天主教”内部事务。

不过，清中期士人并非对新教改革情况一无所知。雍正年间陈伦炯在 《海国闻见录》中说，

欧洲各国 “而尊天主者，惟干丝腊、是班牙、葡萄牙，黄祁为最。而辟之者，惟英机黎一国”。③

但笔止于此，未说明 “辟天主”的英机黎 （英吉利）所信为何教，当时的读者也不知英机黎人
是否信仰基督。

１９世纪中期前，在中国士人的观念中， “天主教”一词基本涵盖整个基督宗教：凡信奉天
主、耶稣者均为奉天主教之人，“天主教”是与伊斯兰教、佛教等并立的宗教。如学者赵翼认为
“大抵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教”，把 “天主教、孔教、佛教、回回教”称作天下四个 “大教”。④

从康熙年间邱嘉穗的 《天主教论》，⑤ 到道光年间俞正燮所撰 《天主教论》，⑥ 梁章钜所写 《天主
教》，⑦ 都把 “天主教”等同于基督宗教全体。

到晚清，随着新教传教士的到来，新教在中国也逐渐树立起与天主教不同的独立宗教地位，

并为中国人所知。中国人的原有概念结构遭到冲击并逐步改变。“天主教”一词的涵义由 “基督
宗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转变到现代通用的 “罗马天主教”（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经历了很长过程。

晚清最早出现的一批 “开眼看世界”的西学著作作者，都已了解到基督新教的存在，但对
其理解和命名还很不一致。徐继畬 《瀛环志略》已对天主教和新教有所区分，但所用词汇主要
是 “洋教／西教”、“公教／修教”。⑧ “洋教”和 “西教”之分虽为一些晚清士人所沿用，但从字面
上看类似于同义替换，不利于记忆和区别。⑨ 梁廷枏在完稿于１８４６年的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

中，使用了后来较多见的名词 “耶稣教”，瑏瑠 但他只笼统地说 “故凡尊耶稣者，至称之曰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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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缨晏：《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２—２３４页。

①　南怀仁等撰：《西方要纪》，《〈海录〉及其他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８页。

蒋友仁译：《地球图说》， “续修四库全书”收清阮氏刻文选楼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６页。

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９页。

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第７２６页。

邱嘉穗：《天主教论》，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６９ “礼政十六正俗下”，光绪十七年上海广百宋
斋印本。

俞正燮：《天主教论》，《癸巳类稿》，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第５８２—５８５页。

梁章钜：《天主教》，《浪迹丛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０页。

徐继畬：《瀛环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３、１９１页。“洋教”和 “公教”指罗马
天主教，而 “西教”和 “修教”指新教。另据任复兴研究，徐继畬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 《瀛环志略》第
二稿中，在 “意大里亚列国”节中已经改用 “天主教”和 “耶稣教”的名词，参见任复兴：《徐继畬记
基督教：１８４４—４５年 〈瀛环志略〉手稿》，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ｕｊｉｙｕ．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１２，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引用。任复兴： 《〈瀛环志略〉若干稿本初探》，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３—２２９页。

比如晚至１８９２年上海道台聂缉椝在为格致书院当年春季课艺命题中就说 “今考泰西诸国，有所谓洋
教、西教，名目益繁，未可枚举”，便可反映 “西／洋”教的区分对当时士人仍未成为常识。（参见 《格
致书院课艺》壬辰卷，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本）
“耶稣教”一词谁最早使用已难考证，郭实猎主编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道光甲午年就已出现该
词，但泛指基督宗教。以梁廷枏、徐继畬为代表，该词于１８４０年代出现在中国人的著述里。另外，



其教亦曰天主教”。① 在他笔下，“耶稣教”也只是 “天主教”的同义词，并不对应新教。按学者
所论，梁廷枏著述显示其对１６世纪以后的宗教改革所知无多，② 从行文看，他所用的 “天主
教”、“耶稣教”范围都包含了整个基督宗教。③

同样的含混情况也出现在魏源编著的百卷本 《海国图志》中。《海国图志》广引诸书，对天
主教和新教的命名很不统一。如在 “耶马尼”（即日耳曼）篇中，引用玛吉士 《地理备考》的说
法：“（耶马尼）所奉教有三：一罗马天主公教，一路得修教，一加尔威诺修教。”但其后又引用
马礼逊父子撰写的 《外国史略》，使用了 “天主新教”、“耶稣本教”的命名。④ 魏源在评述时也
杂采了音译和意译等多种名词，比如 《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

天主教总名为克力斯顿教，亦分三：一加特力教，乃意大里亚所行天主旧教；一额利
教；一波罗特士顿教，则诸国所后起。大都有不供他神而尚供天主偶像、画像，及礼拜前
贤生日者。……世传西洋惟英吉利一国独辟天主教，不知英夷所辟者，加特力教尔。⑤

魏源不但使用新出现的音译名词指称各教派，同时也运用旧有的 “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
总名，体现出新旧概念体系正在整合。当然，这几个音译词并非魏源首创。“克力斯顿教”、“加
特力教”、“额利教”、“波罗特士顿教”先前就已出现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 《华事夷言》和 《四
洲志》之中。⑥ 根据魏源的引述，道光戊戌年 （１８３８）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就已有 “波
罗士特正教”的提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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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８４４年中法签订 《黄埔条约》时期，法国使团翻译加略利 （Ｊ．Ｃａｌｌｅｒｙ）有意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ｅ”译成
“耶稣教”，以与 “天主教”相区别，则该词亦开始出现在中国官员视野中。（参见卫青心：《法国对华
传教政策》上卷，黄庆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３９页）

①　梁廷枏：《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海国四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６页。

王聿均：《道光年间知识分子梁廷枏认识的西方世界》，《岭南文史》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１９页。

有学者认为，梁廷枏所说的 “耶稣教”，“显然是指基督教 （新教）而言，并非指天主教” （参见李志
刚：《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南方的传播与解读———对梁廷枏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一文的试析》，《从历
史中提取智慧》，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１１页）。吴义雄却认为，梁文 “对新教则全无记载”
（参见吴义雄：《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回顾》，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４５页）。说梁文中 “耶稣教”只指基督新教，显然不确。

魏源：《海国图志》中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８４、１２９０页。

魏源：《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海国图志》下册，第１８１５页。

林则徐：《华事夷言》，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１１帙，杭州：杭州古籍书店，１９８５
年影印本，第１页。《华事夷言》此段论基督宗教早期历史，原文为：“克力斯顿教中又分出二教，曰
额利教，曰加特力教，皆以净水教化。”而 《四洲志》里除这三个译名外，还出现了 “波罗特士顿教”
（另有一处作 “婆罗特士顿教”）（参见林则徐：《四洲志》，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

１２帙，第４２—４５页）。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下册，第１５９０页。其中说 “大尼国” （即丹麦） “于是国民进波罗士特正教，

崇拜救世主耶稣，而不恭偶像”。《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１２帙所收 《每月统纪传》与这段文字
相同。而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影印本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影印）道光戊戌
六月号 《大尼国志略》中文为 “于是国民进正教，崇拜救世主耶稣，而不恭偶像也”，没有 “波罗士
特”的译名。学者普遍认为，《海国图志》所引 《每月统纪传》就是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参见熊
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中华文史论丛》第５５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２５１—２５２页）。实际上，仅以 “大尼国”为例，百卷本 《海国图志》的引文与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影印本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六月号上的 《大尼国志略》在文句上多有不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
魏源所引的 《每月统纪传》并非中华书局影印本所依据的 《东西洋考》原版，另有来源；二是魏源自
己对引文作了改写，比如在此有意加上 “波罗士特”的译名，以使读者清楚大尼国之 “正教”是 “波
罗士特正教”，但这一可能性不大。



魏源对 “英吉利辟天主教”之说的辨析，可以认为直接针对前述 《海国闻见录》的说法，

即恰好反映出旧有 “天主教”概念与新的 “加特力教”命名之间的错位。魏源说英国不是 “辟天

主教”而是 “辟加特力教”，正能体现魏源的潜意识里仍把 “天主教”视为基督宗教总称。他在
《海国图志》另一处有 “波罗士特之天主教”和 “加特力之天主教”的提法，① 即为最佳佐证。

尽管１９世纪中期已有通晓西学的士人将 “天主教”和 “耶稣教”并立区分，比如何秋涛
《朔方备乘》指出，中国人 “皆只知有天主教，而路得所创之耶苏教中国未有闻焉，盖其时耶苏
教尚未盛行于泰西也。”② 夏燮 《中西纪事》也言及 “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稣教，于是禁行天主

教”。③ 但在概念运用上，仍有许多士人和魏源一样，将 “天主教”视作基督宗教总称。如 《朔

方备乘》同节还提及 “同一天主教，分而为三，而三大国者各奉其一”，④ 吕调阳为谢清高 《海
录》作注释时也采用相似表述，以 “天主教”下分 “加特力教”、 “额利教”和 “波罗特士顿

教”。⑤ 可见，此阶段尚处概念变化初期，对相关概念词汇形式的选择仍有多种意见，彼此之间

存在指称的不一致。

官方层面，清朝王公官员与西人交涉日多，对西方宗教之了解也不断深入。道光帝在１８４４
年１２月应准两广总督耆英上奏，开弛天主教之禁，实际上结束了康熙末年以来的禁教期。⑥ 但
该年弛禁一事，因法国天主教士而起，上谕针对的也是 “拜偶像”的天主教。由于 “天主教”

这一词汇产生的指称偏差，导致新教国家不满，便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一体弛禁。耆英１８４５年底

回信给英国公使德庇时 （Ｊｏｈｎ　Ｆ．Ｄａｖｉｓ），答应其请求，并称： “本大臣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
别，本不知晓，今习教为善之人既概免治罪，则无论拜偶像不拜偶像，但系习教为善者，皆在

所弗禁。”“弛禁”范围扩大到所有基督宗教教派。⑦

其后，英美两国通过立约，将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权确定下来。１８５８年６月签署的中英 《天
津条约》第８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

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同期签订的中美 《天津条约》第２９款则提及，

“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⑧

仅从这些条约文本来看，主语 “天主教”与 “耶稣基督圣教”等同，其中固然有英美两国

外交人员欲表明新旧教同为一源，应同享权利的用心，但从中国人角度看，很难辨明其中的差
异，而仍会统视为 “天主教”。比如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袁甲三在奏折里仍将美利坚、英国和太平

天国通通归之于 “天主教”。⑨ 直到咸丰十一年，总署大臣们才对其中区别有所认识，在上奏中

特别提出：“查英夷所奉，系耶稣教，与法夷所奉天主教，虽属相似，而历询各夷酋，则称微有
不同，其金陵贼匪所奉之教，与英夷相同。”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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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魏源：《海国图志》中册，第８３９页。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２８，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４２页。

夏燮：《中西纪事》，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０６页。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２８，第４２页。

参见 《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２９页。吕调阳注本印于１８７０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末教案》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６页。

参见 《耆英等关于善待教徒的文书三件》，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６页。该照会亦见 《中国丛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第１４卷，１８４５年，第５８９页。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９７、９５页。

参见袁甲三：《复奏借夷剿贼有害无利折》，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９３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一日总署奏片，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１辑第１册，

１９７４年，第１页。



同治年间，官员督办洋务，对外交涉增多，对此也有所体认。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两广总督

瑞麟称：“天主教惟法国奉行惟谨，此外各国，各奉各教，不尽划一。”① 而同期曾国藩则更清楚

其前后：“天主教兴于泰西，而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而又改天主教。”② 同治年间，“天

主教”与 “耶稣教”之分在士人论述中开始多见。

对普通士人而言，尽管开始接触这两个名词，但对 “天主”和 “耶稣”为何成为两个教，

依然不甚清楚。同治末年，《教会新报》发表论说，称 “本朝有中国习天主教之人，藉教行恶，

经官查办在案。此天主教之事，与我耶稣无涉”。有士人读后，不明为何 “天主教与耶稣无涉”，

写信询问报馆。报馆回答：“即前明正德十一年也，天主、耶稣两教分门别户，各自传教，天主

教至中国在前，耶稣教至中国不过七、八十年。”③ 对于引介西学的人来说，一方面要区别两教，

另一方面要说明两教同出一源，并不像天主教与佛教这般差别巨大，尤显艰难。

士人尚且不明，民众更不必说。在晚清不断发生的 “排洋”事件中，天主和耶稣两教往往

同被攻击，一教引起的问题，另一教也会被卷入。王之春 《蠡测卮言》说， “急于传教者”，只

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但 “中国人民未及辨此，统闻洋人之名而即恶之，一见洋人之来而即避

之”。④ 同治十年总署王大臣在 《致各西国大臣书》里提到，当时反教民众 “不问天主耶稣有无

区别，而皆指为天主教也”。⑤

从明末到晚清，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知，长期来源于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概念体系，因

此将有基督信仰之人统统归于 “天主教”，并不奇怪。即使戊戌 （１８９８）之后，西学传播在士人

中已相当深入，但对民众而言，两教之分仍未成为常识。白话报刊 《京话报》１９０１年仍刊文陈

说：“但是这传教的人，其中却有两种：一是天主教，一是耶苏教。外国从前只有天主教，并没

有耶苏教，后来他们因为意见不合，各有各的道理，所以分而为二。”⑥

“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这种语词和概念变化，在新教传教士陆续编写的英汉

字典中亦有反映。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１８２２年版 《华英字典》的第３卷 《英汉字典》中，

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译为 “天主教、十字教”，将 “Ｃｈｕｒｃｈ”译为 “圣会、天主会”及 “天主堂”，⑦

同时该字典并无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或相关词。尽管马礼逊是英国新教传教士，但仍以 “天主教”之

名来翻译基督宗教全体。这和 “新教”尚未进入中国的概念体系有关。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

变化。湛约翰 （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 《英粤字典》中，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译为 “耶

稣教”。⑧ 而卢公明 （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编写的 《英华萃林韵府》和罗存德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

的 《英华字典》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下都同时列有 “耶稣教”和 “天主教”两个译词。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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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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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５２，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１６页。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５４，第１页。

参见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下册，“教务篇”，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０５页。亦见 《教会新报》第２册，台北：华文书局，１９６８年影印本，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王之春：《蠡测卮言》，《清朝柔远记》，第３８９页。

总署王大臣：《致各西国大臣书》，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５４ “外交部九·教案”，光绪二十
七年上海宝善斋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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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英汉字典》（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ａｒｔ　ＩＩＩ），澳门：东印
度公司出版社，１８２２年，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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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处，１８５９年，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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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教在概念上对 “正”的争夺

其实，“天主教”这个词在晚清发生涵义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新教传教士在译名的选择上

有意 “立异”。马礼逊 《英汉字典》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译为 “天主教”，但其后入华新教传教士

讨论 《圣经》翻译时，更倾向于将 “Ｇｏｄ”的中文译词定为 “上帝”或 “神”。① 尽管其中主张
“上帝”和主张 “神”的两派争论极为激烈，但他们显然都没接受 “天主”这个译词，显示以
“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总称很难得到新教传教士认同。② 晚清在华天主教与新教一直存在竞争，

译词背后体现的是两教的权势争夺。

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西学著作，对新旧教很少有褒贬倾向。无论 “洋教／西教”、 “公教／修

教”或 “天主教／耶稣教”，其名词本身都为中性，不带有价值偏向。实际上，早期的大部分士

人对基督宗教传教本身就无好感，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反教态度，而基督宗教内部的这种分化，

正是激起反教情绪的重要原因。③

西方因宗教原因而导致的纷争残杀不断。许多对西学了解程度不深的士人，往往尚未知晓

新教改革之背景，先看到了较晚近的 “分教”纷争之结果，如何秋涛所说：“同一天主教，分而

为三，而三大国者各奉其一，皆欲以行诸天下，何异说之滋繁欤！”④ 中国士人出于对 “太平”

与 “大一统”的追求，对教派的纷争往往抱强烈的批判态度。如蒋敦复在 《英志自序》中就感

叹道：“新旧二派纷然聚讼，孰邪孰正，或伪或真……君臣相攻，父子兄弟夫妇相仇敌，焚溺刃

缢，杀人如麻，教祸之烈胡至于此极耶？”⑤ 王芝在 《海客日谭》中也说：“究天主即耶稣也，顾

二教各立党，不相善，如水火。欧罗巴诸国相倾相残，莫非二教之故。”⑥ “分教”打破了之前耶

稣会士所描绘的欧洲太平一统图景，在某些具有文化保守心态的青年士子眼里，正好成为攻击

西方文化的证据。迟至１９００年，杨度在日记里还表达了这样的心态：“迨耶苏兴后，教会尤多，

其所争辨 ［辩］皆极可笑，夷俗之陋，固无足异也。”⑦

既然二教相残，马丁·路德在早期士人中得到的评价并不高。诸如徐继畬 《瀛环志略》、夏

燮 《中西纪事》、张自牧 《瀛海论》等，都将路德简单描述为 “立教者”，⑧ 在天主教之外，“别

立耶稣教”。⑨ 对近代以来的新旧教纷争，路德作为别立教派之人自然要负责任。徐继畬评论路

德：“余谓立教以救世也，乃诸国因分教之故而残杀不已，教祖而有知也，其谓之何？”王芝也

·９７·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州：隆祥洋行，１８７２年，第７３页；罗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增订： 《增订英华字典》， 东京： 藤本氏葳
版， １８８３年， 第２４４页。

①　参见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 〈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程小娟：《〈教务杂
志〉中 “Ｇｏｄ”汉译讨论研究》，刘树森编：《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视角下的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８—８４页。

参见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昇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５页。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６６年。第４５—５３页。

何秋涛：《化异教崇圣教疏》，应祖锡、韩卿甫辑：《经济通考续集》卷１４，转引自李恩涵：《同治年间反
基督教的言论》，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０页。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７，同治七年刻本。

王芝：《海客日谭》卷４，光绪乙酉湖南香远书局刻本。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３页。

参见徐继畬：《瀛环志略》，第１８３页；夏燮：《中西纪事》，第３８—３９页。

参见张自牧：《瀛海论》，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１１帙，第３页。



批评：“欧罗巴立教之初，其意岂不以为足善国，今乃竞教而互戕矣……立教者苟有知，能不赧

颜汗背也乎。”① 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波罗特士者，誓不从罗马教之谓也。盖罗马教之积敝，

而人民日思变计，路剔之创立教名，诚亦末流补救之术也”，② 郭氏对基督教传教仍有厌恶之情，

所以把路德改教视为 “末流补救”。

与士人记述相对，新教传教士们另有一套说法。尽管来华新教传教士大多来自英美，其差

会与路德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都本着 “对罗马天主教传统与制度的反动”这一宽泛的新教认

同，而称赞路德改教为 “正道”。《海国图志》曾大量引用马礼逊父子等编写的 《外国史略》，该

书称路德为 “贤士”，“宣言教皇之谬，切劝各国去教皇异端”，还 “将 《圣书》翻译日耳曼语，

令民读之，乃兴崇正道”。其中种种，尽在从正面赞颂路德改教之功。该书在记述德意志近代史

时还用了一对特别的名词：“天主新教”和 “耶稣本教”。③ 此组词并不是偶然的随意用法，它展

现出新教的一种特别观念，即认为新教 （耶稣教）恢复了耶稣原本的正道。相比之下，罗马天

主教反而成了 “新教”。

使用传统中国常见的 “正”字，更突出显示新教传教士之用心，即想要树立自身相对

天主教的区别和优越性。虽然他们大多接受晚清士人中较通行的 “耶稣教”之名，但仍不

断强调自身教派为正道，“更正教”、“辨正教”、“修正教”之类名词在早期新教传教士笔下

相当多见。１８３８年郭实猎 （Ｋ．Ｆ．Ａ．Ｇüｔｚｌａｆｆ）主编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谈到丹麦

国民信新教为 “进正教”，④ １８５７年 《六合丛谈》上也出现 “耶稣正教”与 “天主教”相对的

提法，⑤ 而１８５０年代与新教传教士交往甚多的洪仁玕，在 《资政新篇》中论及 “日耳曼邦”时

也说 “辨正教亦出此邦之路得也”。⑥ 洪氏用 “辨正教”一词，明显承袭自新教传教士。⑦ 在罗

存德编写的 《英华字典》中，“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条下也出现 “正教者”这一译词。⑧

既宣 扬 新 教 为 正 道，教 士 们 便 不 断 地 对 路 德 予 以 褒 扬。１８７９ 年 范 约 翰 （Ｊｏｈｎ

Ｍ．Ｗ．Ｆａｒｎｈａｍ）主编的上海 《小孩月报》刊载 《路得马丁小传》，讲述路德授课之时，“听者皆

言，此乃真神借路氏之口而宣生命之道者”，明示路德代表 “真神之道”，⑨ １８８１年，英国伦敦

会传教士慕维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ｕｉｒｈｅａｄ）在 《万国公报》连载 《路得买丁记》，认为由于 “加秃利

教 （按：即天主教）离圣经之言，而杂乎诸异端”，所以有新教之改革。又说： “路得乃上帝所

立，以兴正教，通行于万国九洲，今时西方著名之国，大半崇奉耶稣正教，而离天主教，则信

从者大为活泼，由此政事文学等事大兴矣。”瑏瑠 １８８２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 （Ｄｅｖｅｌ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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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海客日谭》卷４，光绪乙酉湖南香远书局刻本。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０９页。

魏源：《海国图志》中册，第１２９３、１２９０页。

参见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１页。学界
以往多将 “Ｋ．Ｆ．Ａ．Ｇüｔｚｌａｆｆ”译成 “郭实腊”，但传教士本人曾用中文名 “郭实猎”。（黄时鉴：《〈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第３３页）
《六合丛谈》１８５７年第１卷第１０号 “新出书籍”栏，沈国威编： 《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７６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１０页。

洪仁玕在上海与香港期间，主要接触的都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资政新篇》中也能看出许多偏向基督
新教的言论。（参见邵雍：《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罗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增订： 《增订英华字典》， 第８４８页。
《路得马丁小传》，《小孩月报》第５卷第８期，１８７９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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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出版西史译著 《万国通鉴》，不但颂扬 “鲁特”（按：即路德）改教之功，且将新教改
革列为近代史的界标性事件，“自更正教振兴，欧洲诸国之景象变化一新”。①

当然，教义差别是两教之争的根本点。两教教士都曾著专书阐述其区别。② 其中新教态度最
激烈的，应属长期寓居宁波的美国传教士应思理 （Ｅｌｉａｓ　Ｉｎｓｌｅｅ）。在１８６０年出版的 《圣教鉴略》

中，③ 他以 “圣教”指新教 （耶稣教），以 “邪教”称呼天主教。该书的主旨即为 “分其优劣”、
“一明邪正”。应思理从西方和中国的历史着眼，强调天主教在各处犯下的恶行，甚至说 “彼天
主教在中华，其名最丑”，而把清中期的禁教视为英明之举，“后为皇帝明察，恶而逐之”。

这样强烈敌视天主教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并不多见。大多数新教传教士仍承认天主教之地
位，以及利玛窦等人在中国传教的 “贡献”。甚至有时仍强调 “天主教”和 “耶稣教”同出一
源。④ 因为对天主教猛烈攻击，往往连带给自己造成不利影响。但在特定语境中，对天主教仍不
时有攻击之言语，李提摩太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戊戌前曾编写 《日本变通兴盛记》，认为明末天
主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皆基督教之旁门外道，托名为耶稣教会，其实则系天主教，与耶稣教
相反，欧洲人皆以为不正”，称 “其时日本朝廷初不知基督教有正邪之别”，⑤ 流露出以 “正／邪”

区分两教的用心。

晚清在华天主教方面，同样不断宣称自身为 “正”。这与欧洲天主教会的态度是一致
的。早在新教入华初期，天主教教士就将新教视为 “异教”，禁止天主教信徒阅读耶稣教圣
经。⑥ 对路德，天主教报刊一直声称其背叛 “圣教”，而耶稣教 “到底不是耶稣的教”，因为它
“大不合耶稣原定的教道”。⑦ 上海徐家汇的黄伯禄神父曾编有 《正教奉传》与 《正教奉褒》，辑
录中国天主教相关文献。⑧ 天主教用 “正教”之名，在晚清之前极为少见，这是其对新教挑战的
应对。

除 “正／邪”外，亦有 “真／假”，此类名词其实都可视为欧洲天主教会立场在汉语语境中的
延伸。耶稣会士晁德莅 （Ａｎｇｅｌｏ　Ｚｏｔｔｏｌｉ）１８５９年出版 《真教自证》，说 “罗代六” （按：即路
德）“力诋圣教，私立门户”，将路德斥为 “异教”。⑨ 其后，１８９８年直隶教区耶稣会士柯德烈出
版 《耶稣真教》，即针对新教的传教书籍，瑏瑠 认为只有天主教才是真正的 “耶稣教”或 “耶稣真
教”，而 “冒真教之名者，近数十年中国所传之耶稣教是也”，柯氏辩道： “耶稣教在泰西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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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第８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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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比如新教方面秀耀春的 《两教合辨》、倪维思的 《两教辨正》，以及天主教方面的 《读两教合辨》
（作者待考），柯德烈 《耶稣真教》。

参见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第１５章，杭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韦廉臣：《基督实录·序》，董树棠笔述，光绪六年刻本。

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第２卷，上海：广学会，１８９８年，第２４、２５页。

罗类思：《罗主教为禁止异教书晓示教友》，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１５０—１５２页。其
实罗类思本人也发现，在华新教传教亦可帮助基督信仰的传播，对天主教不无有利之处。但总体而言，

两教仍是竞争大于合作，参见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第５１９页。
《路得改教问答》，《圣心报》第２１０号，１９０４年１１月。

黄伯禄：《正教奉传》，上海：上海慈母堂，１８７７年；《正教奉褒》，上海：上海慈母堂，１８９４年。

晁德莅：《真教自证》，上海：上海慈母堂，１８５９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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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称辩驳教，或曰誓不服者，又称重整教。入中国则取名耶稣教。”①

两教都声称自己为 “正”，但考察西语词源，则基督新教一方在跨语境过程中，涵义的变动

更大。早期就有识者如柯德烈，对 “新教”的语源有所了解，如郭嵩焘所说 “波罗特士者，誓

不从罗马教之谓也”，慕维廉所译的 《大英国志》也说 “大英国众多波罗特士但教，言誓不从天

主教也”。② 西文中原义为 “抗议者、反抗者”的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③ 一旦以 “辨正”之类词汇命

名，“正”的位置就发生逆转，原涵义被根本性改变。这就是概念在跨语境过程中发生的语义转

移。进入２０世纪， “新教”之名开始多见。尽管民初一般知识辞典都陈说该词之 “抗议”语

源，④ 但教外人士普遍接受的是 “新教”或者 “辨正教”之类。而较贴近其词本义的名称，诸如
“抗议宗”，则只在少数天主教人士中使用。

与 “耶稣教”、“辨正教”等词相比，“新教”译名开始流行较晚，戊戌之后才在学界著述中

多见。但以 “新教”对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早在魏源 《海国图志》所引 《每月统纪传》介绍法

兰西国的段落中就已出现。⑤ 在１９世纪新教传教士编写的字典中，也有 “改新”的译法，比如

麦都思 《英华字典》、卢公明 《英华萃林韵府》、罗存德 《英华字典》在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词条下

都有 “改新教”的义项。⑥

“新”与 “旧”，其词本来只是形容时间之先后，但以 “改新”而论，其涵义同样带有相对

于旧教 （天主教）的优越性。有趣的是，到戊戌维新时期，新教传教士这种 “改新”的自我宣

称被本土的 “改新”政治意识利用来强化现实改革的合法性。反过来， “新胜于旧”观念的形

成，也促成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译名的变化，“新教”开始流行。“新教”译名看似客观，以新旧而

论能够避免 “谁为正道”的争议，但实际上不同于 “西教”、“修教”、“耶稣教”等早期多见的

中性名词，自身已蕴含价值优劣偏向。该译名的流行，并不简单是一个词汇史或概念史的事件，

而和晚清维新运动的特定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它和 “新教出而旧教殆”这种观念的兴起相生相

伴，无法分离。

三、“新教出而旧教殆”：一种观念的兴起

虽然早在１７世纪就有荷兰传教士进入台湾，⑦ 但新教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还是在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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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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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德烈：《耶稣真教·序》，天主教直隶教区１８９８年刻本。

慕维廉译：《大英国志》卷８ “教会志略”，上海益智书会１８８１年刻本。

现代德语、法语、英语中的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都来源于拉丁语的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ｒｉ，后者最早见于１５２９年施佩耶尔会
议 （ｔｈｅ　Ｄｉｅｔ　ｏｆ　Ｓｐｅｙｅｒ）的文件当中。参见 《牛津英语词典》（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２００９年光
盘版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词条。亦可参见Ｊｏｓｅｐ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ｖｏｌ．
１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ｂｅｒｔ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１１，ｐ．４９５．关于西方 “新教”观念与认同的形成，可参
见 Ａｌｉｓｔｅｒ　ＭｃＧｒａｔｈ，Ｄａｒｒｅｎ　Ｍａｒｋｓ，ｅｄｓ．，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２００４，ｐｐ．１－２１．
略举两例，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未集，上海：上海国学扶轮社，１９１１年，第６８页；樊炳
清编：《哲学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第７６８页。

参见 《海国图志》中册，第１２０３页。此处用 “新教”，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便利指称时间上的新旧。

麦都思：《英华字典》第２卷，第１０２０页；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第３８３页；罗存德原著，井上哲
次郎增订： 《增订英华字典》， 第８４８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２９，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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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初期，多集中在口岸城市，教徒也远比天主教少，如本着 “防夷”立场

的曾纪泽就认为耶稣教 “鲜行于中国，洵不足观”。① 由于在相当长时间里，在华新教差会传教

效果不明显，也很少出现天主教会以各种方式夺占田产之类的纠纷事件，因此，尽管大多数官

员士人对基督宗教总体没有好感，但有区分意识的士人，认为相对而言新教不构成太大纷扰，

对教案所负责任比天主教要小。如丁日昌同治九年在 《教务隐忧疏》中说：“耶稣一教，安分守

己，与民无争，尚无他虞。至天主教，虽其本心并非为恶，而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

收徒众，以多为能……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② 王之春也认为，教案频发，

中外失和，“皆天主一教阶之厉也”。③ 陈其元甚至认为，新教信徒不喜传教，“然天主教人庞杂

嗜利，喜传教；耶稣教人自守，而不传教”。④

至于一些与新教关系密切的士人，立场愈发鲜明，如王韬指责天主教 “嚣然不靖”、 “因教

以滋衅”，而 “惟耶稣一教，不与天主教同日而语，其守己奉公，绳趋尺步，盖有与天主教同源

而异流，殊途而别辙者”，⑤ 因此，他认为 “（两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

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⑥ 如前所论，这样的正邪评判在新教人士中很少见。

实际上直到甲午 （１８９４）前，中国士人也很少有王韬这样的极端观点。大多数人即使区分天主

教与耶稣教，也没有明确的优劣判断。１８９２年胡永吉还认为： “实则西教即洋教……无非天主之

说，其书同，特其解少异耳。”⑦ 这种言论倒能代表当时一般学人的看法。尽管新教传教士极力

宣扬自身为 “正”，但很长时间里影响限于教内。在中国士人中 “新教胜于旧教”的观念，其实

真正兴起于维新运动时期，它是新教传教士的特定历史观念与中国本土维新思潮结合的产物。

新旧两教孰优孰劣，本属教内问题，但到１９世纪末期，教内之争为教外人士所注意，新教

传教士宣扬自身为 “改新”这点为维新派人士利用，两者在思想上产生契合关系。维新派人士

本出于宣扬现实改良的意图，往往从东西方的历史中寻找相似的 “改新”故事作为资源，以期

为变法新政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说就是典型例子。同样，“新教改革”也成为他

们从西方历史中发现的重要榜样。

维新派人士拔高 “新教改革”的意义，离不开传教士的介绍。晚清新教报刊曾一再刊载马

丁·路德的传记和事迹，如 《小孩月报》１８７９年刊载 《路得马丁小传》，《万国公报》１８７８年连

载巴色会传教士韶波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ａｕｂ）的 《论路德整教会之事》，⑧ １８８１年登载慕维廉的 《路得

买丁记》，这些文字连同 《万国通鉴》之类的西史译著，本身就已经鲜明塑造出路德 “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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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薛福成在日记中所引曾纪泽在光绪八年十月上总理衙门的咨呈 （薛福成：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
记》，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１２页）。

丁日昌：《抚吴奏稿》，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４５—３４６页。

王之春：《蠡测卮言》，《清朝柔远记》，第３８９页。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１１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３ “传教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２页。王韬与基督教的
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有学者在英国伦敦会档案中发现王韬受洗入教的记录 （参见苏精：《王
韬的基督教洗礼》，林启彦、黄文江主编： 《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２０００年，第

４３５—４３６页；叶斌：《王韬申请加入基督教文析》，《档案与史学》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然而王韬并非虔诚
的基督新教徒，入教带有投机色彩，这为学者公认。但王韬在日记、文录中对天主教多有攻击之词，

这似乎不应被视为有意讨好新教教士之举，而代表了他观念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３ “传教下”，第５３页。

胡永吉答卷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卷。

韶波：《论路德整教会之事》，《万国公报》１８７８年７月２０日。



的形象。甚至到戊戌后，还有同情变法的西人毫不掩饰以路德来示范中国改革的用心，如林乐

知在１８９９年编译出版 《路得改教纪略》一书，专论路德改教，总结出多条 “路得维新”可供借

鉴的经验，并明言此书 “欲以欧洲维新改教之路得，作为东方诸国维新人之榜样也”。①

这些介绍，自然不会被关注西学的康梁等人所忽视。“路德改教”和 “彼得变法”、“明

治维新”一样，成为维新派人士最喜引用的外国史事。和传教士们相比，在维新派人士笔

下，路德在西史上的地位被不断拔高。戊戌前后维新言论的一个特点在于，“新”与 “旧”往往

被有意简化，以极其尖锐的方式相互对立，迫使人们作出选择。 “新教”与 “旧教”也是如此。

在其叙事中，两教之间已经不再是 “分化”了基督宗教，而是盛衰和替代的关系，“新教”得以

胜出。康有为在戊戌之后撰写的 《进呈 〈突厥削弱记〉序》中说：“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

而旧教殆”。② 谭嗣同在 《仁学》中将基督宗教的兴复全部归功于路德，认为：“迄路德之党盛，

而教皇始蹶，人始睹耶教之真矣。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复之也，路德之力也。”③ 提升

路德地位的并不止他，唐才常亦认为，“其后有路德者，不服天主教皇之压力，别立新教以抗罗

马，而改教之徒云集景附，卒能削教皇之权而大张教统，此又路得改教之功，雷奔电激，为古

今中外不可一世之业”。④ 梁启超１９０２年还提及 “欧洲近世文明兴起，路得新教之起，全欧精神

为之一变”。⑤

与戊戌前后舆论中出现的其他西方改革者不同，维新派人士如此看重路德和新教改革，更

在于中西之间在宗教层面上的比附，新教改革与 “改革孔教”或 “兴复孔教”联系在一起，因

而比简单的 “改革”更有价值。谭嗣同之所以颂扬路德兴复 “耶教”，是为了感叹 “孔教之亡，

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也”，其真正目的在于 “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

也”。⑥ 同样，唐才常盛赞路德后也谈到中国 “至今犹无路德其人者，昌言改制，大畅宗风”。⑦

梁启超１９０１年撰写 《南海康先生传》，仍延续 “孔教”与 “耶教”相比的思路，把康有为称为
“孔教之马丁路得”。⑧

基于这种中西比附，维新人士贬旧教而褒新教，但这种态度并不一定基于坚实的历史或现

实依据，而可能仅仅因为 “旧教”乃 “新教”之敌。孙宝瑄在１８９７年的日记中写道： “愚谓孔

子之教，乱于法家，基督之学，乱于教皇，皆变理为势，东西遥相对也。第耶稣有创复原教之

路德，足敌天主教，惜其不能尽立之也。孔子后无有创复原教以敌法家者，民所以重困也”，认

为基督宗教被天主教与教皇所乱，而路德则在 “复原”。同样基于强烈的新旧对抗情绪，孙宝瑄

甚至说：“天主教派一日不尽去，地球种类一日不得安。”⑨ 新旧教这个历史话题在这里以一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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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路得改教纪略》第１章，上海：广学会，１８９９年，第１页。

参见 《康有为全集》第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１页。李长林在 《中国学界
对马丁·路德的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中认为此文写于１８９８年，其实这篇序文
系康有为在戊戌之后另撰的 （参见宋德华：《〈戊戌奏稿〉考略》，《岭南人物与近代思潮》，广州：中山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８页）。实际上，康有为在戊戌之前极少提到路德。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８页。

唐才常：《各教考原》，陈善伟编：《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４５４页。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１页。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３３８页。

唐才常：《各教考原》，陈善伟编：《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第４５４页。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６７页。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９页。



喻的方式参与到现实政治意图的表达之中。

“新教胜于旧教”成为现实资源，并不仅仅因为新教能 “复耶稣之原”，还因为以英美为代

表的新教国家近代以来国力强盛。新教从而与 “自由”、 “富强”等正面价值相联系。梁启超在

１９００年给康有为的信中说， “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

民，皆愚而弱”，① 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新教 “自由”而天主教 “不自由”。而他后来

在 《新民说》中还赞扬路德：“开信教自由之端绪，为人类进幸福。”② 这样，天主教与新教之差

别，不仅在于简单的新旧或者正邪，更深入一层有 “信教自由与否”的判定。以 “自由”为契

点，新教更与社会道德的进步联系起来。章太炎在主笔 《民报》时期的名文 《俱分进化论》中

就说道：“往者旧教盛行，迫人以必不愿从之事，自宗教改良，而人人有信教之自由，此诚社会

道德之进善者。”③ 将 “自由∕不自由”、 “富强∕贫弱”等区分与 “新∕旧”的对立等同起来，

是维新人士常用的言辞策略，它不但在现实中煽动起 “趋新”的思潮，更影响了中国人对历史

的认知。新教在这套历史叙事中获得政治和道德优越性的认同。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频繁使用 “新教”名词的同时，也在不断宣扬 “新

教胜于旧教”的观念。这使得此词和其伴生的观念在２０世纪初同时开始流行，“新教”以

其鲜明的语义力量压过 “耶稣教”、“辨正教”等词。④ 抛开教内纷争不论，“新教胜于旧教”

的观念，经过维新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已有相当影响。晚清维新运动除现实的改革主张之外，

在思想观念层面还具有许多隐性力量，对西学 （包括西史、西教等）建立起一套特别的叙述，

这种叙述旨在建立西方 “近代新文明”相对于古代的优越性，以 “重回正道”、 “开创自由”等

主题为媒介，建立起直线式的 “宗教进步”、 “道德进步”等认知，在此后持续地发生作用，参

与到西方历史知识的 “生产”之中。进入２０世纪，经过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动，一种线性的进

步史观全面建立。⑤ 而 “新旧对立”、“新胜于旧”等观念，正是这种进步史观的重要基石。在这

套历史叙事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被视为近代新文明的开端，“新教胜于旧教”之说得到更多

学人认同。

在清末士人吸收西学、铸造新知的过程中，天主教一方相对于新教逐步 “失语”。尽管晚清

的天主教无论是传教范围还是教徒人数都长期超过新教，但其与主流士人阶层的联系以及在传

播西学中发挥的作用都远不如后者。当然这与天主教会自身特点有关，其在出版西学书籍、创

办报刊方面都不如新教积极开放，但从接受一方而言，在晚清士人中逐渐开始流行的 “求新”、

“趋新”的意识也是天主教影响式微的重要原因。尤其在维新运动前后，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许

多士人在评判新旧两教时态度鲜明，褒贬一致，这已不仅仅是出于个人与传教士之间的交往关

系，而代表了一种在后来影响深远的 “新胜于旧”的观念。

·５８·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６页。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２３页。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９０页。

目前笔者所见 “新教”一词 （“改新教”之类不论）在辞典中最早出现于１９０８年。作新社编成的 《东
中大辞典》收有该词，见该辞典第５６７页。这说明２０世纪初日语中同样使用 “新教”译词，梁启超等
人对这个词的使用可能也有日本因素的影响。出版于同一年的颜惠庆主编的 《英华大辞典》在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条下也有 “新教徒”一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８年，第１７８０页）

参见高瑞泉：《在进化论传播的背后———论 “进步”观念在近代中国确立之条件与理路》，《学术月刊》

１９９８年第９期。该文已指出近代基督教传播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步观念的 “通道之一”，但未展开。



四、余　　论

思想史家波考克曾说： “历史学家需要明白，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连
续，并不是简单的新的话语模式战胜和代替旧的话语模式，相反，它表现为一种新旧之间转换
和抵抗并存的复杂的对话。”① 从早先 “天主教”一统的概念模式，到晚清新教传教士建立其自
身的概念表述，再到现当代学人所使用的基督宗教概念体系，一直贯穿着这种 “转换和抵抗并
存”的景况，其中不但包含西、中、日等语言之间的跨越，也有教内、教外两重语境之间的张
力与整合。

晚清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旧有的以 “天主教”为基督宗教总称的做法不为他们所认可，但
当他们以 “耶稣教”、“辨正教”等名词称呼自身时，用什么中文词来表达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全体，

却也成为难题，很长时间内莫衷一是。一些传教士使用 “圣教”、 “救世教”之类字眼，却因为
其自我宣教色彩太强，且不具备基督信仰的一般辨识性而很少被教外士人采纳。② 戊戌以前，许
多通晓西学的士人在论述 “西教”时将 “天主教”、 “耶稣教”与其他宗教 （佛教、犹太教、回
回教）并立，但又要特别解说天主、耶稣两教同出一源，以使读者明白其差别不如它们与其他
宗教那般明显，正是凸显了这种词汇和概念上的困境。直到２０世纪， “基督教”一词较普遍使
用，这种困难才得到缓解。

“基督”一词本身并非借自日语，１８３８年初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已出现 “议而问
曰：基督何生？”的语句。③ 实际上，在晚清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英汉辞典上先出现了 “Ｃｈｒｉｓｔ∕
基督”这个译法，而后才影响日本辞书。④ 但以 “基督”命名其教则较晚，薛福成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九月的日记中记载： “凡天主、耶稣、希腊等教，皆奉耶稣为宗主，统名之曰救世教，

又名基督教”，⑤ 而李提摩太在１８９０年代著译的 《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变通兴盛记》等书，也
有这种用法。⑥ 总体上看，戊戌前以 “基督教”作为基督宗教总称的用法在汉语里还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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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Ｇ．Ａ．Ｐｏｃｏｃ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ｉｘ－ｘ．
中国传统中儒、佛两家将自己称为 “圣教”的用例就不可胜数。（参见李申编：《儒教、孔教、圣教三
教称名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２—１４３页）

国内语言学界长期将 “基督”视为借自日语的外来词 （参见 《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８页）。沈国威指出，“基督”一词的产生与日语无关 （参见 《现代汉语中的日
语借词之研究———序说》， 《日语学习和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５期）。史有为指出，广东方言翻译葡语

Ｃｈｒｉｓｔｏ为 “基利斯督”，不但音更近，时间也比日语更早。 （参见 《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７—１６８页）黄河清评论史著时，更进一步举出马礼逊著作中 “基利士督”和 《东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 “基督”的最早书证。（参见 《从词语考证评 〈汉语外来词〉》，载 “华语桥”

网站黄河清文集 （无更新日期），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ａｙｕｑｉａｏ．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ｕａｎｇｈｅｑｉｎｇ／ｈｈｑ０８．ｈｔｍ，２０１０
年８月１日引用）
参见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第１６８页，史著此节参考了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东京：笠
间书院，１９９４年。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２２５页。

李提摩太：《日本变通兴盛记》，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第８卷，李提摩太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２页。当然，新教传教士著译中出现的中文译词，还可能带有与其合作的中文笔
述者的影响。



进入２０世纪，主要是在日译西书的影响下，① “基督教”一词才为越来越多学人使用。尽管时至
今日仍有许多学人坚持以 “基督教”指称基督新教，但不可否认，就晚清两教相争造成的混乱
概念困局，“基督教”作为较为持中且具有标识力的名词，提供了一定的清理作用。

在概念史中，概念的相互碰撞和整合是常态。没有概念能单个地存在于真空之中。概念史
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塞勒克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反复指出，对单个概念的理解很难逃开对其他
概念的参照，在结构化的概念集合中，概念互相界定。② 在本文论域中，晚清时期的 “天主教”、
“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语词，其背后正是一组概念集合，这组集合在碰撞和替换中，不断
寻求各自新的 “词化”形式，互相划界，确定彼此的语义范围。

进一步言，概念的社会运用塑造了整个历史。概念绝不仅只是被动的对历史事物的表述，

它能以其语词形式主动地参与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参与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比如对传教士
而言，为基督宗教诸概念寻找合适的汉语词汇形式，以及两教间对 “正教”概念的争夺，对传
教事业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厘清 “天主教”、 “新教”等词在晚清的变化过程，自然
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但同时，这项概念史研究的意义又不仅限于基督教史。从它的最早实践者之一，德国人奥
伊肯 （Ｒｕｄｏｌｆ　Ｅｕｃｋｅｎ，旧译倭铿）开始，概念史研究就没有将其任务局限在仅仅 “对词义的探
究”，而是考察 “时代精神生活之整体”。③ 晚清从思想到社会领域，新旧转换剧烈，教外中国人
对基督宗教概念的运用，也暗含 “亲教∕反教”、 “趋新∕保守”等诸种特定价值判断。新旧两
教的分野与译名的选择，起初只是基督宗教内部的权势争夺。但当宗教改革是 “乱教”还是
“改新”这样一个评判分歧同样出现在教外士人中时，体现的则是 “保守传统”抑或 “革新”的
现实政治意图的投射。如果说 “辨正”、“新教”这类词汇在教内纷争中，其 “政治性”的体现
较为直接，那么维新派所使用的 “新教”概念，所含的政治性则是隐喻式的。④ “新教”借此迅
速跨出教会内部纷争，成为 “近代新文明”的标识之一，在一套线性进步的史学叙事中扮演关
键角色。这就不仅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问题，而成为晚清以来 “时代精神”之重要面相。

〔作者章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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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就日语而言，著名的 《哲学字汇》第一版中已经用 “基督教”作为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的译词。（参见井上
哲次郎等编： 《哲字汇》， 东京： 东京大三部， １８８１年， 第１４页）考察戊戌后大量出版的从日
语转译过来的西学书籍可知，当时日语中使用 “基督教”较中国普遍。１９０８年 《东中大辞典》收录日
语词 “基督教”；李提摩太和季理裴在民初编写的 《源于日语的哲学术语辞典》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Ｃｈｉｅｆ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广学会，１９１３年）也收录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和 “基
督教”，以其词借自日语。

Ｈａｎｓ　Ｅｒｉｃｈ　Ｂｄｅｋｅｒ，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　Ｉａｉｎ
Ｈａｍｐｓｈｅｒ－Ｍｏｎｋ，Ｋａｒｉｎ　Ｔｉ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ｖａｎ　Ｖｒｅｅ，ｅ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５５．
Ｒｕｄｏｌｆ　Ｅｕｃｋ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Ｖｅｉｔ　＆
Ｃｏｍｐ．，１８７８，Ｖｏｒｗｏｒｔ．ｖ．
参见陆建德：《词语的政治学》，《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就近代新词而言，词语的 “政治性”之体现有
多种方式。这种 “政治”不仅只在通常所说的政治领域内，还广泛包括词语在传播过程中，其涵义背
后隐藏的权力操控与运作，及其导致的冲突与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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